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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是一个开放的体系，而不是一个自说自

话的封闭体系，也不是独此一家的单科体系。这个开放的体系，

不仅集当代中国教育学各种新思想、新观点、新方法之大成，而且

应该兼容并包古今中外所有教育学知识的精华，广征博引多学科

的思想和方法；它在科学解答中国教育问题的同时，也能为世界

的教育学知识体系贡献自己的智慧和案例，也能生成普遍性的理

论意义。

建设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是一个中国式的命题，也是一个宏大的学术系统工程。这

个命题的提出，对中国教育学知识生产方式的转变，对中国教育学术期刊的发展，确立了

新目标，赋予了新使命。

知识体系何以自主

在当下的中国语境中，这个命题的核心在“自主”，要旨在“中国”。
它实际上是特指“中国的”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针对中国教育，由中国
原创，采用中国的表达方式，对中国教育具有强大的描述力、解释力、预
测力以及影响力。

人类远祖的教育，处于原始的世界性状态。只是随着民族国家的
兴起，教育才摆脱原始的世界性而走向国家化，各国的教育事业逐渐自
成体系。特别是20世纪中叶以来，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
都不约而同地认识到教育在国家和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纷纷把教
育当作综合国力的基础，甚至当作综合国力竞争的“秘密武器”，教育因
而被体制化为“国家事业”。在教育国家化之后，各国教育学打上国家

的烙印也就不可避免了。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教育局是致力于教育国际化、全球化的教育

学术机构，曾就全球教育问题发布了一系列影响深远的研究报告。可是
在1985年，国际教育局一份关于教育科学的报告将“教育科学”界定为

“在历史、社会、经济、政治背景下研究教育事实和教育情境的学科的总
和”，并断言各国的教育科学“没有相同的历史、社会和政治渊源”。如此
强调教育研究的国别差异，在国际教育局的报告中很少见，也难免让很
多志在探索教育普遍规律的学者感到失望。然而，这就是教育学的发展
逻辑，不以学者个人的意志为转移。其实，不独教育学，几乎所有的社会科
学乃至人文科学，它们的发展方式很大程度上都取决于研究对象本身的

“发生”和“发展”状况，近代以来都不同程度地显示出了国家化的倾向。
首先，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是从中国产生、源自中国的知识体

系，它的主体部分是国产的而非舶来的，因而是属于中国的知识体系，首
创权、知识产权都属于中国。其次，它是针对中国教育问题、运用学术方
式和科学方法研究问题并以中国话语方式表达的知识体系，是对中国教
育问题具有描述力、解释力和预测力的知识体系，因而是具有影响力的
知识体系——这种影响力不限于学术界，也可能影响到教育实践；不限
于国内，也可能影响到国外。再则，这个知识体系是由创新驱动的，以前
所未有的新理论、新观点、新方法、新技术为标志。唯有创新，才能属于自
己，才能由自己做主；没有创新，那就只能是别人的，也只能依附于别人。

知识体系始于真问题

问题是学术研究的起点，也是知识体系建设的起点。学术的问题
不断被提出，不断被求解，新的知识随之而产生，自主知识体系才拥有
必需的建设材料。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理应以中国教育
问题作为研究的起点，以解答和解决中国教育问题为旨归。坚持问题
导向，强化问题意识，特别是教育的“中国问题”意识，在教育学自主知
识体系建设中具有先导的意义。

教育的问题无所不在、层出不穷，这是由教育的特性所决定的，更
何况是世界最大规模的中国教育。然而，并非教育中所有的问题都能
成为产生新知识的学术问题，因为有些问题无法以学术的方式来解答，
还有些问题则无须以学术的方式来研究。只有那些反复出现的、体系
性的、事关教育本质的问题，才能成为学术上的真问题，才具有学术研
究的意义。而这些真问题，一般都隐藏在对象的深处和现象的背后，要
发现这些真问题，既需要深厚的专业理论知识，需要敏锐的学术眼光，

也需要学术的立场和勇气。
不管是老问题还是新问题，抑或新老杂糅的问题，都可能是学术问

题的来源，都为中国教育学人提供了广阔的用武之地。例如，学生的学
业负担到底处于什么状态，从幼儿园到大学，各年级学生的学业负担到
底是重还是轻，重者重到什么程度，轻者又轻到什么程度？按照党和国
家立德树人的总要求，如何将培养人始终放在学校，尤其是高等学校一
切工作的中心和首位？如何将“一切为了学生”在高等学校一切工作
环节中得到落实和体现？通过什么样的改革机制，真正在教学方式
上实现从以教为中心到以学为中心的转型，破解满堂灌、死记硬背的
千年难题，激发每个学生内在的天性和潜力，尊重他们的主体性和能
动性，让学生积极主动、生动活泼地学习，使每个学生都得到充分而
自由的发展？按照国家的高质量发展方针，已经迈入普及化阶段的我
国高等教育，质量到底处于什么样的水平，哪些方面质量很高或较高，

哪些方面质量不很高或很不高？诸如此类的一系列新老问题，都需要
中国教育学界拿出有说服力的数据并作出合乎逻辑的解释。这些重大
问题，是建构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必答题，也是时代对中国教育
学的考验。

自主知识体系不能拍脑袋凭空建构，也不能计日程功、一蹴而就，
它是一个长期、渐进的学术积累过程，要以艰苦、扎实的学术研究为前
提，以学术地解答一个又一个真问题为基础。19世纪70年代，恩格斯
痛感于杜林先生们“创造”的各种“新体系”竟然“雨后春笋般地一夜长
出好几打”，对热衷于“创造体系”的学风进行了批判，把一夜之间冒出
来的这些“新体系”都斥为“假科学”“高超的胡说”。知识体系是研究和
解答一个个真问题之后的综合结果，是一个需要长期积累、完善、系统
化的再创造过程。恩格斯当年对杜林先生们的批判，在我们的教育学
自主知识体系建设过程中，仍具鲜明的警示意义。

知识体系的开放活力

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是一个开放的体系，而不是一个自说自话的
封闭体系，也不是独此一家的单科体系。这个开放的体系，不仅集当代
中国教育学各种新思想、新观点、新方法之大成，而且应该兼容并包古
今中外所有教育学知识的精华，广征博引多学科的思想和方法；它在科
学解答中国教育问题的同时，也能为世界的教育学知识体系贡献自己
的智慧和案例，也能生成普遍性的理论意义。

在中国教育悠久的历史上，从孔子、孟子，到胡瑗、颜元，再到蔡元
培、陶行知，先贤们留下了极其丰富的教育思想遗产。这些思想遗产，
是前人在各自的教育活动中自主发现、自主提出的，是中国教育学自主
知识体系的宝贵财富，也是世界教育学知识体系的重要资料，至今不失
其生命力。只有更加系统地整理、总结这笔历史的遗产，萃取、弘扬其
精华，方能使得当代中国的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接续上源远流长的过
往，增加其稳定性和厚重感。更重要的是，这笔遗产是一面历史的明
镜，明镜高悬，当下的我辈才能有所参照、有所借鉴，才能在建设教育学
自主知识体系的过程中，鉴往知来，古为今用，行稳致远。

今日中国教育，是全球教育体系的一部分，与世界各国教育有着千
丝万缕的联系。建设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也需要有国际眼光、全

球视野，需要全方位地考察和研究别国教育并以此作为我们思考本国
教育问题的参照系。只有在这样宽广的参照系上进行横向比较，我们
才能更真实地认识自己、了解自己，同时也更真实地了解别人、理解别
人，才能真正知己知彼、取长补短，用他山之石攻己之玉，否则，就很容
易陷入“不识庐山真面目”的认识误区。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我们在考
察和研究别国教育、全球教育方面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研究成果远
远超过以往几千年的总和，但是，为建设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宏大目
标计，国际比较研究应该在更高的起点上应用于教育学各分支学科，成
为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一种方法论。

当代教育作为“国家事业”，从微观的教与学，到宏观的管理和治理，
都不再是纯粹的“教育”问题，而是复杂的综合性、社会性问题，往往涉及
大背景中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科技、人口等各种要素，因此，对教育
问题的研究以及在此基础上的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既需要以教育
学科为主力，以教育学特有的思考方式和研究方法为基础，也需要加强
教育学科与其他学科的互动和交叉，需要借助多学科的方法和理论来
求解教育学的问题。教育学如今已是一个实践根基非常稳固的大学
科，应该有宽广的胸怀和坚定的自信，不仅不能拒绝而且应该欢迎其他

学科“跨界”进入；借人之力为我所用，何乐而不为。
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虽然源自中国，主要研究和解答中国教

育问题，但这并不意味着它就没有普遍意义。这种普遍意义，源于中国
教育在世界教育体系中独一无二的巨大规模，源于这个教育大国特有
的典型性和标杆性，源于中国教育数千年积淀下来的历史传统以及数
十年来飞速发展的成就和经验。同时，这种普遍意义也取决于研究的
方法论。所有关于中国教育问题的研究，无论是微观问题还是宏观问
题，无论是历史的角度还是比较角度，无论是教育学的方式方法还是其
他学科的方式方法，在研究方法论上只要都能“回到教育事情本身”，也
就是“回到”教育的本质和意义——即便不能完全“回到”，至少也要能
够“指向”，那么，这样的研究所产生的教育新知识，就必定既是中国的
也是世界的，必定能超越国界而在更大的范围内生成普遍的意义。

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开放性，归根结底源于自主和创新。为了
自主创新，因此它需要开放，以开放的方式来建设，以开放的方式来发展，以
开放的方式与古今中外所有的教育学知识相互交流、交融，也以开放的方式
与其他学科的理论和方法相互借鉴。也由于它是自主创新的，因此它才能
底气十足、高度自信地开放，才能始终充满活力，不断与时俱进、发展更新。

中国原创、中国自主、中国所有

教育学作为一个学科，在中国主要是近代西学东渐的产物。清末民
初，睁眼看世界的先行者们舶来了德国的教育学，赫尔巴特理论曾风行一
时；“五四运动”之后，美国的教育学后来居上，杜威实用主义教育理论更是
大行其道，在中国教育界几乎流行到家喻户晓的地步。虽然陶行知、杨贤
江、陈鹤琴等先贤都曾致力于教育学的本土化，而且都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但总的来看，他们都未能在知识体系总体上改变中国教育学的西学性征。

20世纪50年代，我国教育界受苏联教育学的影响很深，“凯洛夫体
系”一度被奉为正统，盛行全国。当时就有很多学者不满于这种倾向，
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创建和发展新中国教育学”“教育学中国化”的议
题，60年代初还有过“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学体系”的主张。改革开放
之后，教育学进入全面恢复和振兴的节奏，“教育学中国化、本土化”的
议题重新提出，体现中国特色的教育学理论新成果大量涌现，如80年

代初问世的高等教育学就被视作中国教育学分支知识体系自主建设的
一个重要成就。但是，由于与国外暌违已久，中国教育学界当时的兴奋
点大多在迻译和引进国外的教育理论上（尽管这些工作在当时，乃至在
当下都是十分必要的），多多少少忽视了本土教育理论的总结和提炼，
所以教育学中国化和本土化的进程至今仍然在路上。

“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这个命题，比之“教育学中国化”，立意更加
高深，目标更加远大。前一命题，核心在中国原创、中国自主、中国所
有；后一命题多多少少隐含着这样一层意思：本来是别人的，只是把它

“化成”中国的而已。因此，“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这个命题，实际上是
“教育学中国化”命题在新时代的发展和升华，是对中国教育学界提出
的新的更高要求。

在当代中国，推进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处于百年以来最好的

历史机遇期。一则，从教育大国到教育强国的宏大目标已然确立，中国
式教育现代化的征程正在开启，这个宏大目标的实现，既需要教育学自
主知识体系来支撑，也需要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来表达。为此，总结好
中国教育经验，解答好中国教育问题，是中国教育学界责无旁贷的时代
使命，也是建设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内在需求。二则，发展中国特色
哲学社会科学，提供中国案例，发出中国声音，形成中国话语体系，在我
国哲学社会科学界已蔚然成风。这就为凝聚和提高教育学科的学术力
量，加强多学科的互动协同，奠定了宽厚的基础，有利于中国教育学自
主知识体系建设在更加广阔、坚实的学术背景下乘势而为。三则，建设
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已经成为广泛的社会共识，既有教育学者的普遍
认同，也有教育实践者的热切期盼，更有各级领导的高度重视，有利于
学者与实践者联手、学术与行动互涉，从而凝聚成强大的建设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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